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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双重响应体系

———兼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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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重响应体系中预警响应与应急响应在立法层面的“阶段性”预设，无法有效契合突发事

件应对的实践逻辑。而定位于具有各自功能的“异质性”解释则构成了双重响应体系回归实践理性的

基础。这一解释突破了现有规范对预警响应和应急响应在时间结构上的严格设计以及在程序衔接上

的因果关联，为以风险递进效应为分析工具所得出的功能调和论与适用场景的理论概化奠定了基础

和前提，进而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改提供价值引导和理论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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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从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分区分级”说起

社会秩序的变更会导致行为方式、生活状态、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引发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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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等领域行为逻辑的整体性转换。〔１〕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为了能够尽快遏制新冠肺炎

蔓延的势头，实现对疫情的精准防控，我国各省市除了启动应急响应之外，开始探索根据疫情风险

等级进行分区分级防控。最早进行分区分级防控的四川省以市（州）为单位，将不同地区分为无现

症病例区、散发病例区、社区暴发区和局部流行区四类；浙江省则以县域为单位划分疫情风险等

级，把９０个县（市、区）的疫情风险评为高、较高、中、较低、低五个等级。〔２〕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对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３〕会议次日，江西省便发布公告，以县域为单位将１００个县（市、区）分为

重、较重、较轻、轻四种类型，并首提将分区分级防控与复工复产进行关联。〔４〕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要以县（市、区、旗）为单位，依据人口、发病情况综合研判，科

学划分疫情风险等级，明确分级分类的防控策略，并将风险等级分为低、中、高三级进行防控。〔５〕

此后，政府管控的类型和强度开始全面对接区域划分的疫情风险等级，基本辐射了经济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６〕可见，疫情期间公民生命权、健康权保障的迫切性与经济生产生活、社会服务供

给重要性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制度需求。显然，分

区分级防控属于依风险等级进行响应的“块状化”管控体系，是面向疫情防控实践需求而衍生的原

创性制度，具有准确性、灵活性、可操作性等基本特征。这种脱离于现有法律规范之外的“特权性”

措施，在理论上被称为“例外法模式”，即当面临危机，政府官员认为超越法律的特殊行为是保护国

家和公共利益之必须，并秉承信息公开的原则，那么，这些“违法措施”将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７〕

从现行立法来看，由《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其他专项应急预

案所组成的硬法框架，已经确立了两种依风险等级划分进行响应的管控体系，即预警响应体系和

应急响应体系，〔８〕且同样遵循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惯常模式”下的法律已经做出了

衡平权力与权利的制度安排，在任何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均能适用。〔９〕从既有理论研究来看，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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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３—１６页。

《兼顾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全国多地推“分区分级”防控》，载新京报官微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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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载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２０ ０２／１２／ｃ＿１１２５５

６５８３１．ｈｔｍ。

吴娇颖：《江西首提分区分级防控与复工复产结合，境内高速全面撤卡》，载新京报官微２０２０年２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ｑｑ．ｃｏｍ／ｏｍｎ／ＴＷＦ２０１９１／２０２００２１５Ａ０５Ｋ４Ｐ００。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 ０２／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８０５１４．ｈｔｍ。

在《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国务院各部门纷

纷下发通知或文件，要求按照分区分级安排各项工作。例如：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养老服务机构分区分级精准

防控，稳妥有序开放服务；商务部称积极支持家政服务业在遵守“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安全有序复

工；交通运输部发文要求各部门分区分级做好水路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参见孟涛：《紧急权利法及其理论的演变》，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０８—１２５页。

《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００７）第４２—４７条、《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２００６）、《国家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２００６）、《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２０１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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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构成了我国“循环型”应急管理体制的重要环节。有学者认为，“预警就是响应且是响应的第一

程序”。〔１０〕这意味着预警本身从“发布型预警体系”转向了“行动型预警体系”，〔１１〕涵盖了突发事

件应对事前与事后的所有响应阶段。有学者则认为，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是由应急预案按照损失

大小等因素来判断的。〔１２〕这也就意味着应急响应仅包括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措施，预警状态则

是不同于应急响应的事前预防性措施。而大多数学者在探讨紧急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

时，并未关注紧急状态是基于何种机制启动和结束。可事实上，响应在本质上构成了紧急状态下“权

力与权利”相互关系变动的基本标志。目前学界对于不同阶段响应的关系鲜有关注且未予以明确界

分，由此导致在实践中，“政府的应急处置往往都是明明白白地开始，而稀里糊涂地结束的”。〔１３〕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首先启动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体系，其后才开始与分区

分级防控同时发挥作用，而预警响应体系则自始至终都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但是，随着疫情防控

的推进，在具有“名义软法”混合“实质硬法”特征的各类疫情防控“意见”“指南”〔１４〕中所衍生的分

区分级防控体系逐渐开始对应急响应体系形成一种覆盖之势，应急响应级别变动成为某种公示性

的宣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不如区域风险等级的确定或调整。例如：国家电影局表示，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起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可以有序恢复营业。〔１５〕那么，在具有功能相似性的情况之

下，这种本应通过预警响应体系和应急响应体系去实现的对政府突发事件应对行为的规范和指

导，为何在这次疫情期间却衍生出一种在规范层面脱离于两者，又在功能层面与两者相近的分区

分级防控体系？在我国现有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律体系当中，预警响应体系与应急响应体系之间存

在着怎样的关系？两者如何进行衔接与互动？如何有效发挥两种响应体系各自的制度功能？

二、法规范结构分析：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扩权结构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双重响应体系是基于国家立法与应急实践生成的多层次应急管理体系，由

预警响应体系和应急响应体系组成。其规范性描述见于《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总体应急预案和

各类专项应急预案当中。在此，笔者选择以《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总体应急预案、１８个对外发布

的国家专项应急预案以及部分单行法作为考察对象，探究突发事件应对中双重响应体系的基本结

构和运行逻辑。尽管这些对外发布的预案中删去了许多涉密内容，如突发事件分级标准、突发事

件预警分级标准等等，但现有简本当中所呈现的基本内容依旧较为完整。

（一）突发事件应对中双重响应体系的规范缕析

从规范层面来看，首先《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００７）设置专章（第三章）规定了突发事件的监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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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均衡：一个新议题》，载《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２８页。

参见董泽宇：《论突发事件预警体系的行动导向》，载《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４０—４３页。

参见于安：《论国家应急基本法的结构调整———以〈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订为起点》，载《行政法学研

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３—１０页。

林鸿潮：《论应急处置状态结束的法律机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９７页。

据统计，自疫情暴发以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及其所属小组发

布的８２份文件中，文件名称明确出现“指导”（２份）、“指引”（４份）和“指南”（１３份）的总计１９份，占比２３％。这些

文件大多都是披着“软法”外衣却有“硬法”实核的规范，其中《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其他各部门基于此发布的各类分区分级疫情防控等文件均属于此种类型。参见沈岿：

《软硬法混合治理的规范化进路》，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６９—８３页。

吴荣奎：《低风险地区电影院７月２０日可恢复营业》，载新京报官微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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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制度且在第４１、４２条中规定，国家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并将预警级别分为“蓝

黄橙红”四级。在特别法层面，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环境污染事件等领域都有关于预警制度的专

项立法。例如：在公共卫生领域，《传染病防治法》（２０１３）第１７、１９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传染病

监测预警制度。从突发事件应对的时间节点来看，这种依预警级别而采取相应措施的模式便是突

发事件应对的第一重响应体系，即预警响应体系。其次，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００７）第４８—

５０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针对事件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采取相应的应急

措施。此处所指事件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对接的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３条第２款关于不同类

型突发事件分级的规定，即不同类型和级别的突发事件对应不同种类和程度应急措施。同时，在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对于突发事件分级与应急措施启动的这一结构采用了“应

急响应”的概念。那么，从时间节点来看，突发事件发生后依据事件级别采取应急措施的模式便是

突发事件应对的第二重响应体系，即应急响应体系。可见，由预警响应体系与应急响应体系构成

的双重响应体系基本贯穿了突发事件动态应对———事前及事后———全过程。当然，双重响应体系

的适用在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应对中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应急预案在事实上创设了一系列重要的

应急管理制度，并对某些法律上没有完整设定的权利义务做出了重要补充，离开了这些补充性规

定，大量的法律规范将无从实施。〔１６〕因此，笔者拟从国家层面的专项预案入手，考察双重响应体

系在规范层面适用的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双重响应体系在专项预案中的基本情况

分　　类 预　案　名　称 〔１７〕 数　量

预警响应体系 突发环境事件（重污染天气） １

应急响应体系 民用航空飞行事故、核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地震应急 ４

双重响应体系

安全生产事故、铁路行车事故、防汛抗旱、海上搜救、森林火灾、食品安全事故、

通讯保障、突发地质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大面积停电事件、突发环境事件、自然灾害救助
１４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突发事件应对还是适用 “预警响应在前，应急响应在后”的双重

响应体系，只有小部分无法预警的突发事件单独适用了应急响应体系。严格来讲，在规范层面

的国家专项预案中，尚无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单独适用预警响应体系。这一方面是因为预警响

应体系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确定位于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可能性增大”的时间节点，并且

单独适用显然不符合事故发生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层面的专项预案是对某一类突

发事件的总体性指导，无法针对更为细致的突发事件类型予以独立建构。当然，在应急基本法

和国家专项应急预案之下，还存在着一种特别法规定的例外情形，即只适用预警响应体系的重

污染天气应急。

重污染天气包含于突发环境事件当中，其应对显然应适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一般性规

则。但是，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８）和各地方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来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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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鸿潮：《论应急预案的性质和效力———以国家和省级预案为考察对象》，载《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第２２—３０页。

为了行文简便起见，表１中专项预案的名称表述较为简略，只称事件名称。



采用的是预警分级对接应急措施的应急模式，〔１８〕通过以预警分级统合事前预警等级和事后事故

等级，将预警响应体系贯穿于重污染天气应对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突发环境事件中重污染天气

的应对是单独适用预警响应体系的特殊类型。

综上所述，在规范层面，由预警响应体系和应急响应体系所构成的双重响应体系是突发事件

应对的一般性架构，其普遍适用于各类突发事件应对的全过程。

（二）突发事件应对中双重响应体系的对应性架构

从现有文本规范的缕析可以看出，双重响应体系是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关键性环节，在时间

逻辑上嫁接了行政机关处置突发事件的行为模式。因此，理论上，双重响应体系能否有效地衔

接与协调关系到行政机关能否依法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当然，行政机关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并不

在于是否依循了双重响应体系预设的行为轨迹，而在于是否执行了双重响应体系中对于公权力

配置的基本要求。一般而言，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运转有序是实现人类永续长存的基本前提，那

么对于秩序“异样”的探究、发现与恢复则是降低无序状态下人类社会损失的有效方法。也就是

说，突发事件应对的目的在于对人类社会活动无序状态的纠偏，以及保障无序状态下人们享有

的基本权利。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想要修复因人类行为引发的无序状态，就需要对人类行

为所指向的基本权利予以克减和限制，却又不能超出必要范围。此时，公权力成了平衡突发事

件应对过程中公民基本权利的度量尺。在稳定的政治体制和良好的法治状况下，基本权利之间

一般都存在被立法所确定的分界线。而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双重响应体系便承担着“划线”

与“衡量”的功能。这一功能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双重响应体系中所蕴含的公权力扩张架构，即级

别与权力之间的对应性架构。目前，在立法层面涉及对应性架构规范表达（具体表达方式见表

２）的法律规范主要有：《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００７）、《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４）、《大气污染防治法》

（２０１８）。

表２　双重响应体系中对应性架构的规范表达

类　型 法 律 名 称 规　范　表　达

预警响应体系

《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００７）第４４、

４５条

“发布三级、四级警报或是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

警期后，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

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

（一）……，（二）……”

《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４）第４７条
“……环境受到污染，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

《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８）第

９６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

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

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

应急响应体系
《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００７）第４９、

５０条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

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

急处置措施：（一）……，（二）……”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上述条文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响应后行政机关的相关职能，但具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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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授权了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８）规定了可

以根据预警级别采取停产限产、机动车限行、禁放烟花爆竹、停止建设施工等一系列措施。在《上

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２０１８版）第４．２条响应措施中规定：根据空气重污染蓝色、黄色、

橙色、红色预警等级，启动相应的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措施。其中Ⅳ级响应措施便涉及

建设施工管控、严禁露天烧烤、机动车限行等措施。这些具体规定使得响应等级与行政权力产生

了因果关联。从动态的权力运行过程来看，双重响应体系中的公权力呈现出一种由小及大的转换

过程，即扩权推动治理。〔１９〕这种行政权力的扩张机制一般而言并非法治环境应有的常态，它是一

种纠偏失序社会的特殊方式。从静态的结构布局来看，响应等级的发布是权力扩张的启动机制，

响应等级与应急措施的范围和强度是一一对应的，不同的等级对应着具有不同类型和强制性效力

的应急措施。

三、阶段性还是异质性：双重响应

体系的实践逻辑及其解释

　　与上述规范结构相关的是，具有相同权力扩张结构的预警响应体系与应急响应体系是一种层

层递进的“阶段性”关系，还是具有各自实践功能的“异质性”关系。所谓“阶段性”是指预警响应体

系与应急响应体系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确的先后顺序以及行为递进关系，即预警响应体系的运行

优先于应急响应体系的运行，并且应急响应发生与否，响应等级都会受到预警响应体系运行效果

的影响，一旦进入应急响应便意味着预警响应程序的终结。所谓“异质性”是指虽然预警响应体系

与应急响应体系在时间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先后顺序，但在实践功能上却存在着明显区别，两者

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程序完结并不以彼此为直接因果关系，而是由事件客观变化对照规范意

义上的评价标准所决定的。

（一）“阶段性”———双重响应体系的规范预设与实践逻辑

从宏观层面的应急管理体制来看，《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是一种“循环型”应急管理体

制，即依据突发事件生命发展周期来配置各类应急主体的职责和职权。〔２０〕在运行机制层面，立法

所确定的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是一种次序先后的关系，〔２１〕而双重响

应体系正是处于整个循环结构的中间环节———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同样遵循着预警响应在

前，应急响应在后的次序关系。依突发事件生命发展周期而运转的循环结构必然就是一种层层递

进、环环相扣、周而复始的规范程序，前后程序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所以，预警响应体系与

应急响应体系之间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阶段性”关系。

然而，由于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理与生命周期不甚相同，所以在实践层面，双重响应体

系在各类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适用情况也存在差异：

１．预警响应体系的主动适用模式。预警响应体系的主动适用是指某类突发事件的应对并未

遵循法律中设定的双重响应体系，而单独适用了以预警等级对接应急措施的预警响应体系。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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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６页。

参见戚建刚：《〈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我国行政应急管理体制之创新》，载《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７年第１２

期，第１２—１５页。

参见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５８—

８４页。



类型的适用模式一般都有特别法授权，主要常见于重污染天气应对当中。《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９６条赋予了行政机关依据预警级别采取应对措施的权力，同时明确了应急措施的基本类型，主要

包括：建设施工管制、机动车限行禁行、企业限产停产停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等。因

此，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应急措施都属于重污染天气预警状态下行政权力的合法扩张。也就是

说，政府通过预警状态下法律授予的行政权力，以一种适当扩权所形成的“类紧急行政权”或“紧急

行政权”来快速回应公民良好环境的诉求。〔２２〕目前，由于立法层面的宽泛授权，地方政府普遍通

过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方式，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基本情况，确定预警等级的

启动标准及其相应的应急措施。

２．应急响应体系的被动适用模式。应急响应体系的被动适用是指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本

应依时间顺序适用阶段性的双重响应体系，但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绕过了预警响应体系而直接适

用了应急响应体系。这一类型适用模式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较为普遍。由于我国突发事件应

对过程存在不均衡问题，即救援与处置“绝对优先”，善后恢复在个别情况下得到重视，预防准备、

监测预警发展则相对落后。〔２３〕因此在大多数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预警响应体系往往被忽视或

省略，即便是事件发生后能够预警的衍生灾害往往都被应急响应所覆盖。例如：在“８·１２天津滨

海新区爆炸事故”“响水３·２１特别重大爆炸事故”“１１·４福建泉州碳九泄露事件”等安全生产事

故中，均存在着事故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在这些事件应对的过程中并未启动预警响应体

系的相关程序，而是直接启动应急响应体系。〔２４〕

３．双重响应体系的偏重适用模式。双重响应体系的偏重适用是指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虽

然适用了双重响应体系，但是并没真正发挥预警响应体系中的扩权功能，而是偏重于适用应急响

应体系中的扩权功能。这一类型适用模式主要见于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的应对当中。例如：

２０２０年６月至７月，我国长江流域的各大城市受持续降雨的影响进入了防汛期。江西省水文局在

发布洪水预警当日，省防办即启动了防汛一级响应。〔２５〕在江苏省升级了长江南京段洪水红色预

警后，南京市便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响应。〔２６〕在地震灾害应急过程中，地震预警时间较为紧促，难

以区分预警等级，因此地震灾害预警的目的就是通过预警信息的公示方式，使得人们能够及时自

我规避地震灾害风险。而在地震灾害应对过程中发挥扩权治理功能的则是应急响应体系。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山５．１级地震，许多居民在收看电视时收到了地震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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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锡生、张真源：《论中国环境预警制度的法治化———以行政权力的规制为核心》，载《中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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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１０〕，张海波文。

根据国务院或地方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上述突发事件后有关部门及时启动了事故应急救援处置。虽

有对环境污染进行调查和处置，但并未启动预警响应程序。同时，突发事件处置的相关部门还因未采取有效的风

险预防措施而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参见国务院事故调查者：《天津港“８·１２”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

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２０１６年２月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ｍ．ｇｏｖ．ｃｎ／ｇｋ／ｓｇｃｃ／

ｔｂｚｄｓｇｄｃｂｇ／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２／Ｐ０２０１９０４１５５４３９１７５９８００２．ｐｄｆ；《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３·２１”特别重大爆炸事

故调查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ｍ．ｇｏｖ．ｃｎ／ｇｋ／ｓｇｃｃ／

ｔｂｚｄｓｇｄｃｂｇ／２０１９ｔｂｚｄｓｇｃｃ／２０１９１１／Ｐ０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５６５１１１８２９０６９．ｐｄｆ＃ｐａｇｅ＝１６＆ｚｏｏｍ＝１００，１６２，５２１；《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东港石化碳九泄露事件处置工作答记者问》，载《泉州晚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

《江西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为１０年来首次，鄱阳湖湖区１００条堤进洪》，载江西省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２０年

７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ａｎｇｘｉ．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０／７／１２／ａｒｔ＿３９３＿２５９８４１６．ｈｔｍｌ。

《警报拉响！又一地启动一级响应》，载澎湃新闻网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８３４０８５８。



北省人民政府立即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相关抗震救灾工作。〔２７〕可见，各地无论是在防汛过

程还是抗震救灾过程中均发布了预警信息并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体系。而在这些突发事件应对

中预警响应体系仅仅起到信息公示的作用，而真正发挥扩权治理功能的则是参照事件标准进行分

级的应急响应体系。

（二）“异质性”———双重响应体系实践逻辑的理论反思

显然，“阶段性”预设的双重响应体系并未在突发事件应对实践当中得到有效的适用。但双重

响应体系构成要素的单项适用与偏重适用并未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碰到水土不服的问题，反而在实

践理性的基础上表现出了顽强的制度生命力以及功能辐射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双重响应体

系“阶段性”的认知存在着某种偏差，使得形态各异的实践逻辑与规范理性的制度建构之间出现了

一定的落差？

从整体结构来看，突发事件应对的全过程又可以称为应急管理全过程，其在理论层面存在

着多种阶段性的循环架构。美国州长协会较早提出了将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分为“减缓 准备 响

应 恢复”四个阶段。〔２８〕但在“９·１１事件”以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应急管理的四阶段修改为了

由“准备 预防 保护 响应 恢复”组成的五阶段论。〔２９〕为了强调应急管理全过程的均衡，有学者

在前者基础上提出了应急管理的“６＋１”模型，包括准备、预防、减缓、响应、恢复、学习６项分阶

段机制和监测１项跨阶段机制，同时还特别强调预警就是响应且是响应的第一个程序。〔３０〕可

见，无论是四阶段论、五阶段论还是“６＋１”模型，“响应”都被认为是循环结构的一环，预警则在

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响应程序的启动机制。在理论层面，整个突发事件应对的循环结构并未对

预警响应和应急响应做出明确的程序区别和功能界分。但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却将两者作

为循环结构上的单独环节予以区分。因此，正是双重响应体系的“阶段性”定位，使得其在突发

事件应对实践中表现出一种未遵循规范预设或是脱离应急基本法既定轨道，却基于客观效果做

出择优性选择的状况。

从内部扩权结构来看，突发事件应对中行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政权在处理紧急

问题的时候效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权力。〔３１〕规范化的权力扩张机制可以使行政系统对突

发事件的处置位于一个稳定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从而具备了合法化和法制化的前提。显然，

预警响应体系与应急响应体系都存在着法制化的扩权结构，并且这两种结构有着极大的相似

性———一个是由预警级别嫁接应急措施的扩权结构，一个是由事件级别嫁接应急措施的扩权结

构。而在实践逻辑中，一是可以预警的突发事件中预警级别与事件级别往往存在对等性关系，

无论是何种扩权结构的适用，都能够为行政机关提供合法化的权力来源，都能够提供高效应对

突发事件所需要的行政权力；二是对于预警期和事件发生期衔接阶段时间较短的突发事件，两

种扩权结构的选择性适用只不过是概念名称上的区别，其实质均是以事件等级为标准所适用的

·５６１·

张真源 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双重响应体系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唐山地震最新进展来了！河北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载腾讯网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ｑｑ．

ｃｏｍ／ｒａｉｎ／ａ／２０２００７１２Ａ０ＫＲＨ７００。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 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狔

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牶犃犌狅狏犲狉狀狅狉狊犌狌犻犱犲，Ｕ．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ｉｖｉ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Ａｇｅｎｃｙ（１９７９）．

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Ｒｏｂｅｒｔｓ，犃犆犪狆犪犮犻狋狔犳狅狉犕犻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狊狋犺犲犖犲狓狋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犻狀犎狅犿犲犾犪狀犱犛犲犮狌狉犻狋狔，１２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２７ １４２（２００９）．

见前注〔１０〕，张海波文。

参见丁晓东：《法律能规制紧急状态吗？———美国行政权扩张与自由主义法学的病理》，载《华东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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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权结构。于是，在以保障公民基本生命和健康权利，以尽快结束紧急状态作为突发事件应对

的最大合法性目的之基础上，双重响应体系中扩权结构的选择与适用标准还是以符合突发事件

自身属性、发展规律以及事件应对的实践效果为要旨，而不是以符合规范意义上双重响应体系

的“阶段性”预设为要旨。

综上，“阶段性”预设的双重响应体系显然无法有效契合突发事件应对的实践理性，时常出现

的脱离或部分脱离于法律规范之外的扩权治理路径，使得应急法治化的目标始终无法与紧急状态

下对公民生命健康权保障的目标进行融合。那么，一项理论之所以存在价值，实际在于其具有构

造社会生活，塑造人们的思想行动以及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３２〕因此，突发事件应对中双重响应

体系的理论预设应根据其实践理性而作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既然双重响应体系“阶段性”的预

设不具有指导和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鉴于预警响应体系与应急响应体系均具有扩权结构的独立

性功能，同时又在实践层面形态各异，那么，预警响应体系与应急响应体系就应当解释为一种具有

各自实践功能的“异质性”关系，其根本旨趣在于使突发事件应对的实践在不脱离规范的基础上，

对不同类型的扩权结构进行择优适用。

四、功能调和与理论概化：基于风险递进效应的分析

在文本上厘清双重响应体系的规范结构并在法理上证立其属性，只是解决这一规范体系问题

的基础和前提。双重响应体系的“异质性”新解突破了现有规范对预警响应和应急响应在时间结

构上的严格设计以及在程序衔接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在实现对双重响应体系的规范重构之前，

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功能界分与定位。

无论是预警响应体系或者应急响应体系，响应标准都是其权力扩张的唯一参照物。响应标

准的确立代表应急状态下“社会共识”凝聚的结果。这种“社会共识”承载着全体公民对应急状

态下公权力可接受程度的共同取向。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社会取向，才使得双重响应体系中

的“扩权治理”行为获得了合法性（或称之为可接受性 〔３３〕）的来源。《突发事件应对法》对双重响

应体系的响应标准已经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一是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划分事

件等级；二是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划分预警等级。显然，预警等级

是对事件发展的一种预判，它预判性地包含了对于事件等级的划分标准。两种响应标准的规范

表达依旧遵循的是“阶段性”预设的表达方式。那么，在“异质性”解释的进路之上，上述两种响

应标准的规范表达便无法对预警响应体系与应急响应体系进行功能界分与定位。因此，在新的

解释路径上去探讨双重响应体系的功能界分，便需要回归理论层面对规制的“元对象”———风

险———进行分析。

私人风险的社会分担是保险行业的基本理论，也是风险最初出现的行业概念。其后，著名经

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将“风险”一词引入了经济学概念，他认为风险是可以度量的不确定性，风险

的特征是概率估计的可靠性，而不确定性则是不可度量的风险。〔３４〕其后，卢曼在“风险”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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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比较，其认为风险所导致的损失是由人的判断所决定的，而危险的发生是先于人之行为

判断所给定的。〔３５〕此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与“自然风险”等概念逐渐进入了社会学研究领

域。随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诞生，风险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般性范畴。贝克在论述风险社会

理论的基本特征时，将“社会风险”认定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他认为风险能够系统性地缓解现

代化所产生的自我危险和不安，与反思现代化的概念密切相关。〔３６〕并将社会风险的分配与财富

分配进行比较，指出了“风险向下，财富向上”的一般性逻辑及其风险所特有的“飞去来器效

应”。〔３７〕同时，从风险的总体性来看，当人们在面对现代文明和应对风险全球化的过程之时，虽然

在某些生活领域，现代性降低了风险的总量，但也不免导入一些前所未有，却又全然无知的新型风

险。〔３８〕可见，现代风险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并存、相互共生，且相互促进和成就的。

“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是中国灾害管理研究的三大核心概念，而风险累积所形成的

递进效应构成了三者之间逻辑关联的关键因素，那么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便是建立

在这一概念结构和关联的基础之上的。

从剩余概念的定位上来看，灾害是应急管理的传统概念，其形成是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

果，由此被定义为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原因而引发的对人类造成损害的自然事件。〔３９〕对于这一认

识的早期研究是将人们防灾减灾的视线从对自然灾害诱因研究和灾害防御体系扩展到人类对灾

害的行为反应，即可以通过调整人类行为而减少灾害的损害和影响。〔４０〕突发事件是并未得到严

格界定的学术用语。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即《突发事件应对法》）已经将其纳入法律规范性术语范

畴，并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其可以高度地涵盖为“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例外情形”。〔４１〕“危机”

这一基本概念是由赫尔曼首次提出并纳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之内，仅指：一是作为一种非正常状

态对决策者的目标有所威胁；二是在非正常状态改变之前有相应的反应时间。〔４２〕同时也有学者

提出，危机是一种威胁着社会运行体系和基本架构的事实状态，在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均具有不

确定性。〔４３〕当然，也有国内学者从后果的角度对危机的概念进行诠释，其将危机视为紧急状态，

危机的出现会对人财物和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严重的威胁，长时间影响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并

且不在政府常规的管理秩序范围内。〔４４〕可见，被立法所采用的“突发事件”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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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并扩充了“灾害”的概念及内涵，取代了“灾害”一词被纳入法律和政治术语当中，并将关于灾害

的各种分类都用“突发的各类事件”予以替代。“危机”作为社会事务的情境，其长时间、高危险的

特性已然成为人类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风险”则由于不确定性概率的可预见性不足无法单独对

接精准的管理措施，但其作为风险社会的基础性概念和要素，已经上升至了一般性范畴，无处不在

地渗透于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

从核心概念的相互关系上来看，“风险”与“（灾害）突发事件”和“危机”之间存在着依次递增的

逻辑关系。就风险和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风险应处于危机之前，两者存在着潜在的因果关

系，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风险累积。〔４５〕在此基础上，童星教授就“风险”与“（灾害）突发事件”

和“危机”的相互关系做出了界定：一是风险与危机之间有着潜在的因果关系，只有通过突发事件，

这种隐性因果才能转为显性因果；二是风险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因素，危机也是风险真正的后果，而

非突发事件；三是风险累积的程度决定了突发事件和危机严重的程度；四是风险属性决定了突发

事件的属性，突发事件本身是一种风险的消减，在风险向危机过渡期起到的是“减震器”的作用；五

是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对风险的规制决定了风险累积后的走向。〔４６〕

可见，风险潜藏了可能发生损害的不确定，本质上是一种未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可能性，这种

可能性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计算的。突发事件（灾害）的属性则受制于风险的属性，是风险

累积于一定程度的外化表现，其所表现的是社会秩序的偶然性例外，并不会根本性地颠覆社会的

基本秩序。但风险的累积不断加重，却又未经突发事件所外化，此时某一社会领域的危机就会出

现，在一定程度上将引发社会秩序的重塑与变更。在某种意义上，突发事件的发生是消解风险向

危机转化的重要节点。〔４７〕“风险”作为“突发事件”和“危机”的逻辑起点，因具备不确定性概率的

可计算性，使其具有了可量化、可磋商以及社会性等多种特征。

综上，作为双重响应体系元规制对象的“风险”，其累积的方式、速率、程度都是构成响应标准

的基础要素。因此，“运动”状态下的“风险”也是不同响应体系功能界分的参照物。

首先，预警响应体系的目的在于有效地预防和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或发展。〔４８〕“预警监测—

信息评估—预警发布—预警响应”则是预警响应体系的基本运行结构。预警监测的内容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风险累积的程度，二是风险累积的速率。风险累积的程度大概率决定了突发事件发

生后的危害性，而风险累积的速率则大概率决定了突发事件发展的速度。那么，两者结合作为标

准所区分的等级就代表着预警响应的等级。正如《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确立预警标准的依据，

即“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这种可能的程度与发展的态势恰好契合了作为

突发事件或是危机诱因风险的属性及其运动的方式。同时，风险概率的可计算性理论也使其具备

了作为预警标准、预警评估和预警分级对象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不同种类和层次的预警响应

等级意味着不同类型风险累积程度和速率，依据不同等级所引发的预警响应措施应当能够有效消

减或减缓风险的累积。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预警响应体系中权力运行的张力和轨迹与风险正负递

进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见，无论风险累积是否通过突发事件或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或是已经出现了突发事件或是危机，作为基础构成要素和诱因的风险，其积累量的消除或积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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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缓都是预警响应体系规制的主要目的。

其次，“事件分级—应急响应”是应急响应体系的基本运行结构。基于事实和损害所确立的响

应标准，决定了应急响应体系直接面对的是既定现状，目的在于消除和控制事态。〔４９〕从风险递进

效应来看，突发事件的发生是风险累积向危机转化的“报警器”和“缓震器”。但以既定事实为标准

的应急响应体系却并不以风险消解为要旨，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风险—危机”的转化问题。因此，

由于突发事件本身所引发的社会安全性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才是应急响应体系建构的直接动

因。那么，应急响应体系的功能定位就在于减缓或消除突发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危害性，而非风险

累积所带来的危害可能性。

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双重响应体系的功能调和。在实践层面，突发事件本身兼具潜在风险与现实危险的双

重特性，而潜在风险与现实危险之间往往存在时间落差。此时，双重响应体系便具有功能调和的

余地———即预警响应开始适用于某突发事件潜在风险的累积阶段，随着现实危险出现预警响应的

扩权职能便逐渐缩减直至让渡于应急响应，但预警响应仍旧可以为监测风险保留其信息公示的基

本职能。

其二，双重响应体系适用场景的理论概化。（１）对于那些风险累积程度较低、速率较慢，并且

不存在其他衍生性风险的突发事件，预警响应体系的信息公示意义大于扩权性功能意义，应当适

用应急响应体系。例如：大多数非人为的自然灾害直接适用应急响应体系的效果较好，２００８年南

方冻雨雪灾、汶川大地震的应急效果就是很好的证明。（２）对于风险累积程度较深、速率较快的突

发事件，应同时适用预警响应体系和应急响应体系，并且越早适用预警响应体系效果越好。例如：

在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如果能够对潜在风险源进行监测并预警，风险累积的程度和速率都能够得

到有效的减缓，从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止危机的发生。（３）对于风险累积的程度和速率

基本等同于突发事件发生等级的情况，应直接适用预警响应体系。例如：在我国重污染天气应对

中，借助于气象灾害领域成熟监测预警技术，政府能够准确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重污染天气状况，

并直接依据预警级别采取相应措施。

五、法治化建构：双重响应体系的立法架构与完善

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紧急状态的常态化已经成为现实。尤其是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各类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对“紧急状态”常态化应对的需

求。整体法律秩序的运行随时都有可能切换为以应急为中心的新法律秩序。基于双重响应体系

的扩权治理便构成了社会治理一般模式，公权力“缩放”间的弹性和张力进一步加强。当然，遵循

法治社会基本原理的突发事件应对方针，既是保障双重响应体系回归实践理性有效指导应急实践

的法制基础，也是防止公权力常态化扩张从而侵犯私权的法治保障。

（一）《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双重响应体系的立法架构

风险递进效应塑造的理论模型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了分析对象上的理想类型。双

重响应体系的扩权结构和逻辑关系则为应急管理制度的治理效果提供了有效理论平台。基于此，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各要素（选取《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应急预案中的关键词为代表）与上

述理论交互，便形成了如下的立法架构（详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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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重响应体系的立法架构

根据图１中的立法架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命题：

命题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的组织与保障体系始终贯穿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全过程。

命题二：“应急管理往前可以延伸至风险治理，往后可以延伸至危机管理”，〔５０〕但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体系在过程上并不过度延伸，旨在为前后两个过程留存必要的制度空间。

命题三：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从预防到恢复的各项机制在时间轴上呈现出递进关系，且始

终围绕着预警响应和应急响应两大扩权机制，但并未被两者分割。

命题四：预警响应体系可以独立地完成“风险—突发事件（灾害）”或“风险—危机”应对的

过程。　　

命题五：预警响应与应急响应有着共同的扩权治理功能，两者既可以作为“阶段性结构”适用，

也可以作为“异质性结构”适用，可以使应急管理实践在不脱离规范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扩权

结构择优适用。

（二）《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双重响应体系的立法完善

在理论层面，双重响应体系的立法架构明确了制度机制间的逻辑、结构、体系以及内在关系，

对外明确了其与风险管控和危机应对的基本关系，以此构成审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于《突发

事件应对法》的“内外”视角。《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应急管理体系的初始性和基础性法律规范，

其应当是双重响应体系规范表达的文本载体。目前，该法主要是以公权力的快速施行以及合法有

效应对突发事件为宗旨，其所采用的是一种基于政府效能的单项思维逻辑，即当遭遇突发事件时，

政府应当如何才能快速有效化解危机、减少危害。〔５１〕而其中所确立的预警响应体系和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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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正是公权力快速施行的双重通道，即通过等级划分的形式实现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赋能。因

此，规范层面有必要以双重响应体系的“异质性”关系为引导，以功能调和以及场景化的理论概化

为依循，对立法的相关条款进行完善。具体的立法完善意见如下：

第一，“应急预案”相关条款的修改。法律是一种抽象性的普适性规则，难以对具体场景下的

行为规则进行详细的设定。应急预案作为一种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方法，〔５２〕在实践中成为弥补

立法局限性的另一规范性文件，具体化了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行为规则。那么，明确应急预案

中预警响应与应急响应的双重结构，是双重响应体系从规范走向实践的首要前提。目前，《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１８条明确了应急预案的基本内容，即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防与预警机制、处置程

序、应急保障措施以及事后恢复与重建。在既有规范表达中很难看出在事实层面存在的双重响应

体系。因此，建议将预防和预警机制修改为“预警响应”，将处置程序和应急保障措施修改为“应急

响应”。理由如下：首先，无论是双重响应体系“异质性”关系的设定，或是功能调和与理论概化的

落地，均需要在场景化的应急预案中实现规范化表达和制度化空间；其次，预警响应与应急响应是

行为体系的简略性表述，其包含了制度运行的全过程要素，即预警响应包括突发事件预防预警机

制的全流程，应急响应则包括了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等过程；最后，有必要在基本

法层面明确双重响应体系的规范表达，并与国家层面的应急预案达成用语的一致性，从而契合实

践层面双重响应体系的行为逻辑。

第二，“预警响应”相关条款的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第４４条和第４５条规定了不同级别预

警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的响应措施，大致分为三级、四级警报和一级、二级警报两种类

型。从目前的法律条文来看，预警后的响应措施基本上要表达的是一种预警状态下的政府职责，

并未涉及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某种强制措施。而实践层面预警响应扩权则来源于应急预案对公权

力的创设。〔５３〕也就是说，第４４条规定了“启动应急预案”，使得预警响应的因果链条呈现出“预警

级别—应急预案启动—权力扩张”的实践表象，但在立法层面并无直接的合法性来源。这也就意

味着在突发事件应对的基本法层面，预警响应的扩权结构无法在具体场景下实现对应急响应扩权

结构的替代或衔接，进而导致突发事件应对的实践逻辑完全脱离了基本法的规范预设。因此，建

议将第４４条规定的“启动应急预案”修改为“启动预警响应”，以对接应急预案中预警响应的相关

规定。同时，在立法中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根据突发事件的预警等级，根据应急需要采取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强制性措施。”由此为预警响应中有关限制私权利措施的相关规定

预留立法空间。

第三，“应急响应”相关条款的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第４８条规定，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事实上，应急响应体系下的扩权治理职能很大程度来源于应

急预案的授权。但应急预案从性质上来看不属于法律、法规、规章的类型，显然无法对应急响应下

的公权扩张和私权克减提供合法性的保护。因此，建议将“国务院规定”纳入应急响应状态下政府

可依照的规范性文件当中。同时，建议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４９条和第５０条关于政府可以采取

的应急处置措施条款中，增加“启动应急响应”的表述。一方面在基本法层面形成明确的双重响应

体系；另一方面能够与应急预案中应急响应措施进行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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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附则”中准用性规则的增设。显然，关于双重响应体系的应急预案相关内容与“启动预

警响应”和“启动应急响应”的立法完善，无法形成制度运行的合法性闭环。因为应急预案从性质

上来看并不属于法律、法规、规章的类型，无法对应急响应下的公权扩张和私权克减提供合法性的

保护。此时，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附则中对国家级和省级的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设置

一条准用性规则尤有必要，即明确双重响应体系启动的多重选项。因此，这一条款的立法表述可

以为：“本法第４８、４９、５０条规定的情形，如果国家级或省级的总体应急预案或专项应急预案中有

规定的可以从其规定。”

六、结　　语

“紧急状态之下的合法性环境由应急法律制度所主导和支配。”〔５４〕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双重响

应体系正是紧急状态下公权力合法实施的制度场域。实践逻辑表明，规范预设的“阶段性”关系无

法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政府扩权治理行为提供有效的合法性保护。那么，符合实践要求的“异质

性”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双重响应体系的功能调和与适用场景的理论概化，则为双重响应体系实

践理性的回归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立法完善所要做的便是实现关系与创造条件，进而在当政

府把应急作为第一职能，社会成员把服从政府应急管理作为第一法律义务之时，双重响应体系能

够有效服务于这一法律秩序的转换或是新法律秩序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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